
在中国古代文化中，可能没有任何
一种文化形态比玉文化具有更加古老而丰
富的“文明史”意义。

玉文化以各种玉器为载体，我们不能用今
天“珠宝玉器”的观念看待古代尤其是史前和先秦
时代的玉器。那个时期，玉器是精英文化的代表，是
中华精神文明甚至是制度文明的物质载体和符号象
征，发挥着美化身体、沟通人神、建构秩序、象征权力、祭
祀天地、昭示地位、代表财富、蕴含思想等多方面作用。要
探索中华文明的起源和特征，不能不对玉文化的产生、发展
进行考古学研究。

第一，玉文化是中国大地上产生最早、最具有普
遍认同的精神文化。

考古学家发现，中国早在9000多年前已经诞生玉文化，它以玉
器的出现为代表。早期的玉器原料多为“美石”，如绿松石、萤石等，成
品有玦、璜、环、珠等。相关考古学文化包括北方地区的查海文化、新乐
文化，黄河及淮河流域的裴李岗文化、贾湖文化、后李文化，长江流域的
跨湖桥文化、河姆渡文化、马家浜文化、高庙文化等。我们不能简单地把
这一时期的玉器视为“装饰品”，而应看到它实际上是当时的一种崇拜灵
物，以“玉”或“美石”及其制成品作为“灵物”，既与远古“万物有灵”的观念
有关，也是中国玉器文化产生的原始“基因”。玉本身可以“通灵”，用玉制成
的器物即为“灵物”，它可以摄取各种生物的“灵气”给予人体，也可以让人与
天地之灵相连通。这种“萨满式”的信仰，满足了远古人们的“万物有灵”“天人
合一”的精神诉求。玉质的晶莹剔透、坚致细腻、温婉内敛，把“通灵”的气质表
达得淋漓尽致。加之其宝藏于山水之中，可遇而不可求，其稀缺性更加强化了
它的神秘性和高贵性，在东亚人经历了百万年的石器时代进化积累之后，当人
们的精神文明世界鸿蒙初开，其神圣的宗教情感需要一种“灵物”作为载体和符
号时，“美玉”就应时而现，登上了中华玉文化的神坛，并且为中华文明的诞生和
早期发展作出了独特的精神贡献。也正是因为玉及玉器所具有的这种神圣性文化
基因，遂导致中国人成为世界上最崇奉玉文化的族群，玉的通灵、辟邪、比德、君子
如玉、黄金有价玉无价等古老的价值观审美观一直保留到清代乃至当代。我们只要
读读曹雪芹的《红楼梦》，从贾宝玉和林黛玉的人生悲剧中即可体察到那块“通灵宝
玉”的无比妙用。

大约到了6000~5000年前左右，玉文化已经遍及中华大地。北方的红山文化；黄
河流域的仰韶文化、马家窑文化、大汶口文化；长江流域的崧泽文化、凌家滩文化、北
阴阳营文化、薛家岗文化、大溪文化、屈家岭文化；岭南的石峡文化；台湾地区的卑南
文化等都已拥有成熟的玉器文化。5000年前已经进入文明时代的良渚文化以及此后
陆续实现文明化的黄河流域的龙山文化、陶寺文化、石峁文化、齐家文化等无不拥有精
美的系列玉制“礼器”，包括河西走廊、青藏高原及新疆地区都出现了史前玉器。5000多
年前，昆仑山北麓的新疆“和田玉”已成为甘、青地区马家窑文化玉器原料，此后齐家文
化使用“和田玉”的比例更高；3000多年前，中原殷商王室制玉的珍贵用材中也有了“和
田玉”。可以认为，5000年前左右的历史时期，没有任何一种文化如“玉文化”这样能够覆
盖今天整个的华夏大地，塑造了一个宏大族群最早也是最广泛的文化选择、文化追求、
文化创造和文化认同。

第二，中国玉文化的物质载体“玉器”，从产生时就代表着一种神圣的
“精神文明”，此后又逐渐向“制度文明”的载体演化，成为政治文明符号
——礼器，最终还被儒家人士转化为“比德于玉”的社会哲学层面的精神文
明理念。

许多考古学者如牟永抗、吴汝祚、郭大顺、邓聪、邓淑苹、高大伦、郑光、刘国祥、张敬
国、魏京武、刘斌、方向明等都研究过史前诸考古学文化中出土玉器的不同文明要素含义，
特别是其中的红山文化玉器、凌家滩文化玉器、仰韶文化玉器、屈家岭文化玉器、良渚文化
玉器、石家河文化玉器、齐家文化玉器、石峁文化玉器等，认为它们展现了早期社会权贵或
统治者对玉材以及制玉技术、玉器生产和使用权力的独占，使得玉器真正成为文明起源与
形成期的重要文明符号，成为政权、神权、族权、军权、财权、男权的重要代表性象征。从良
渚文化时代开始，以玉璧、玉琮、玉璜、玉圭、玉钺等为特征的玉礼器就成为国家重器。《周
礼·春官·大宗伯》中“以玉作六器，以礼天地四方，以苍璧礼天，以黄琮礼地，以青圭礼东
方，以赤璋礼南方，以白琥礼西方，以玄璜礼北方”，以及“以玉作六端以等邦国，王执镇圭，
公执桓圭，侯执信圭，伯执躬圭，子执谷璧，男执蒲璧”的说法尽管还值得讨论，但至少其中
涉及的大多数玉礼器早在良渚文明时期已经出现，此后又日益丰富和完善，成为夏、商、周
三代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玉的政治文化发展到顶点。

大约在春秋战国时代，以孔子为代表的先秦诸子又对传承数千年的玉文化进行了
“以德比玉”的哲学性升华。据张宏明先生研究，先秦文献中的《诗经》《论语》《春秋左传》
《管子》《墨子》《韩非子》《山海经》等记录着大量有关玉文化内容。东周—西汉成书的《礼
记·聘义》中记载着孔子最详细的“以德比玉”之说：“……君子比德于玉焉，温润而泽，仁
也；缜密以栗，智也；廉而不刿，义也；垂之如队，礼也；叩之其声清越以长，其终诎然，乐
也；瑕不揜瑜，瑜不揜瑕，忠也；孚尹傍达，信也；气如白虹，天也；精神见于山川，地也；圭
璋特达，德也；天下莫不贵者，道也。《诗》云，‘言念君子，温其如玉，故君子贵之也’。”自
此，古老的中国玉文化完成了它从“灵物”或“神器”到政治性“礼器”，再到“君子比德于
玉”的“人器”或“人格之器”的历程，这种将玉器哲学化的成果进而广泛影响了中国人
的人生观、审美观、价值观和世界观，只有到这个时候，中国的玉文化才真正站上人类
文明的高峰。

第三，中国玉文化是塑造中华文明阶段性特质的重要科学资料。

对“玉文化”给予中国和中国人以深刻影响的问题，早在先秦时代就广泛引起
学者的关注，许多先秦文献中出现有关玉器的记载和评说即为明证。但更值得注意
的是，东汉学者袁康等在《越绝书》中谈到，轩辕、神农、赫胥之时“以石为兵”，黄帝
之时“以玉为兵”，大禹之时“以铜为兵”，东周时代“以铁为兵”，即把中国远古及
上古时代历史划分为石、玉、铜、铁（兵）4个发展时期，这不仅与1819年丹麦学者
汤姆森提出的史前时代经历过石器、铜器、铁器三个时代说有异曲同工之妙，而
且还多出一个“玉兵”时代。当然，汤姆森的“三期说”是就生产工具演进而论，
而东汉学者的“四期说”是从“兵”器演进角度而论，前者重经济，后者重政治，
但无论如何，这启发了我国当代一些考古学者，如牟永抗、吴汝祚等先生在探
索中华文明起源时，依据一系列史前玉器的发现而提出了中国“玉器时代”
之说。郭大顺先生指出，玉器作为最早出现的礼器之一，是文明起源的重要
实证；高大伦先生等认为，从玉器看华夏文明的趋同正好发生在炎、黄号
令天下之诸侯，尧、舜、禹建立国家之际，玉文化、玉文明是一种强大的认
同和凝聚力，这种共同信仰促成了共同文明的形成；李学勤先生则提
出，“玉器”是中国国家产生之后与典章制度和礼仪性建筑相关联的专
门的礼仪器物即“礼器”。事实上，中国历史上是否存在一个有别于
世界其他几个原生文明的“玉器时代”可以继续讨论，但就红山文
化、凌家滩文化、仰韶文化、良渚文化、石家河文化、齐家文化等一
系列反映中华文明起源和形成期的考古学文化而言，其存在的

“玉文化—玉礼器—玉文明”体系及其对后世夏、商、周、汉文明
的深刻影响，亦足可说明玉器及其文化系统确实构成了早期
中华文明的重要特质之一，因此，玉文化考古成为中华文明
探源的重要工作。

综合地看，玉和玉器在中国先后经历过宗教化、艺
术化、政治化、哲学化、财富化、文学化等过程，构成了
一种深嵌在中国人思维、生产、生活、信仰乃至文明
建构活动中的文化符号系统，而考古学就是要揭
示这个文化系统的发生、发展和具体表现及其
原因，这又是一个多么生动有趣且极重要的
学术过程！

（作者单位：南京大学文化与自然
遗产研究所）

农业是文明的根基。世界四大文明古国都建
立在农业发展的基础上。根据考古发现与研究成

果，我国的农业起源可以追溯到距今万年以前。到
了距今 9000~8000 年，辽河流域、黄河中下游、淮河流

域、长江中下游平原都出现了定居的农业村落。在同一
时期，其他地区诸如东北北部和华南地区虽然也出现了

磨制石器、陶器、反映定居的房子和墓地等新石器时代文
化要素，但是未见明显的农业迹象，当地先民仍然从事渔猎

采集经济。因此，在距今 6000~5000年以大型中心性聚落、规
模较大的墓葬为代表的文明起源因素和距今 5000~3800 年大

型都邑性城址和权贵阶层大墓为代表的文明正式形成的标志
性遗存恰好仅出现在辽河、黄河中下游、淮河流域和长江中下游

这一区域内。由于上述原因，目前中华文明起源研究主要集中在
北至辽河、南至长江中下游平原这一范围。

在我国的王朝历史时期，以黄河中游为核心的中原地区一直是
我国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夏、商、周三个最早的王朝文明都出现在

这个区域。这一历史现象使得考古和历史学界长期认为，在史前时期
中原地区也是文化发展的中心，其他地区史前文化发展水平要落后于
中原地区。但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尤其是 1980年代以后的考古
发现表明，辽河流域、淮河流域、黄河下游和长江中下游地区在农业与文
明起源时间上以及史前各个时期文化发展水平上并不落后于中原地区，
甚至在特定阶段还要超过中原地区。中原地区得益于其地理中心的优势，
成为周边地区优秀文化的交汇和融合地，最终在史前的最后阶段（距今
4000年前后）成为全国文化中心，并在此基础上发展出第一个王朝文明——
夏。这就是目前学界普遍认同的中华文明起源多元一体说。目前的中华文明
起源研究同时强调中原及其外围区域即建立在这种新的文明起源观之上。

这种超越王朝历史、长时段、追根溯源的历史研究视角是考古学研究的优
势。但是，距今9000~8000年农业村落的出现并非中华文明和文化的最早源头。
因为农业村落的出现是建立在磨制石器、陶器、定居和农业四大新石器文化要
素的基础上的，这几个要素的起源可以往前追溯到距今20000年前。换言之，在
农业村落出现之前，还存在一个长达万年以上的新石器文化要素的起源阶段或
称新旧石器时代过渡阶段。正如最早的王朝文明所在的中原地区并非中华文明
起源最早和唯一的地区，最早出现农业村落的辽河、黄河中下游、淮河和长江中
下游流域，也并非新石器文化要素起源最早和唯一的地区。

比如中国的南方地区，最早的磨制石器、陶器、野生稻利用出现于武夷山脉—
南岭山脉为中轴的华南地区，而非长江中下游平原。如江西万年仙人洞与吊桶环遗
址，广东英德牛栏洞遗址、青塘黄岩门遗址，湖南道县玉蟾岩遗址，广西桂林庙岩遗
址等，这些遗址出现了距今20000年前后甚至更早的磨制石器、陶器和野生稻利用。
这些重要的技术与生计革新是随后（距今9000年前后）长江中下游平原能够产生定
居农业村落的重要支撑。再如中国的北方地区，虽然最早的研磨石器（磨盘、磨棒）出
现在黄河中游一带，如陕西宜川县龙王辿遗址、山西吉县柿子滩遗址和沁水下川遗
址，但是目前最早的陶器却出现在东北北部的三江平原一带，如黑龙江饶河县小南
山遗址、伊春市的桃山和桦阳遗址，其年代在距今15000年以上。目前华北地区的河
北省阳原县于家沟和马鞍山遗址的陶器虽然也能早到距今 15000年，但是这两个遗
址位于华北最北部，华北大部分地区的陶器的出现都落在距今 12000~9000年间，如
北京市门头沟区东胡林遗址、怀柔区转年遗址、河北徐水县南庄头遗址、山东沂源县
扁扁洞遗址、河南新密市李家沟遗址和许昌市灵井遗址。而且华北地区距今9000年以
上的陶器基本上都是平底器，与东北北部最早陶器一致，有学者认为华北地区最早陶
器的起源是由东北北部南传的结果。此外，东北北部地区的小南山遗址还发现了距今
15000年前后的暗示定居的房址。

以上考古发现表明，在农业村落出现之前的新旧石器时代过渡阶段，东北北部和
华南地区的文化发展水平并不落后于辽河、黄河中下游、淮河和长江中下游这一核心
区域，一些重要的文化要素如陶器、定居、谷物采集等甚至早于后者，整体上呈现一种
由外围向中心传播的趋势。在某种程度上，东北北部和华南地区甚至可以说是新石器
文化要素起源阶段的中心区域。这种现象与文明起源阶段，辽河、黄河下游、淮河和长
江中下游的优秀文化向黄河中游为核心的中原地区汇聚的历史趋势有异曲同工之处。
文明起源的基础是农业的出现，而农业出现的基础则是磨制石器、陶器、野生谷物采集
和定居。如果要追根溯源，文明的起源终究离不开磨制石器、陶器、野生谷物采集和定
居这四大新石器文化要素。从这层意义上讲，以中国东北北部和华南地区为代表的边
疆地区，虽然是中华文明起源的外围，但是却是“底层”。

即便在距今9000年以后，辽河—长江中下游一带的农业村落建立初期，东北北部
和华南地区的渔猎采集群体的文化发展水平也不低，也创造出对后来中华文明起源
有重要贡献的文化因素。比如，三江平原地区的小南山文化，在距今9000年左右发展
起来比较完整的玉器文化，这是目前我国境内最早较为系统玉器文化。南岭—湘西一
带的高庙文化，在距今7500~7000年创造出我国最早的白陶、凤鸟纹和獠牙兽面纹样
以及背后相应的宗教信仰系统。玉器由北向南传播，凤鸟纹和兽面纹由南向北传播，
最终在长江下游地区的良渚文化中汇聚融合，成就了良渚文化精神信仰和权力控制
的符号工具——玉琮和玉钺，为良渚文明的诞生贡献了重要作用。这种以鸟、兽纹样
为载体的意识形态系统后来还成为龙山时代—早期王朝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

至于为什么会产生以上现象，我们目前的初步解释是，与各地的自然资源环
境有关。目前全世界范围内的新石器文化要素的起源大多与末次盛冰期（距今
26000~19000年）以来的“广谱革命”有关。所谓的“广谱革命”，指的是人类为了应
对末次盛冰期大幅度降温造成的气候和资源压力，不得不拓宽食物来源，捕猎和
采集以往不利用或较少利用的小型动物、小型植物或草本谷物和鱼类、贝类等水
生动植物资源。在距今 20000年前后，华南地区率先采集野生水稻、大量采集水生
贝类，应该与当地在气温大幅度下降的环境下仍然具备丰富的自然资源有关，陶
器、磨制石器等工具的出现也与这种新型的经济背景有关。东北北部虽然地处寒
冷的地区，但是有着丰富的鱼类资源，当地人群据此可以发展起相对定居的渔
猎采集生活，陶器也是为了适应这种经济而出现。由于有丰富的自然资源尤其
是水生资源，东北北部和华南地区在距今 9000年以后并没有发展起农业文化，
而是延续此前的渔猎采集经济。在辽河—长江中下游平原的农业村落建立初
期，这些早期农业群体并没有取得绝对的文化优势，东北北部和华南地区的渔
猎采集人群仍然能创造出被核心地区农业人群吸收的玉器和复杂鸟兽纹文
化等优秀的文化因素。但是随着农业的发展与成熟，农业人群相对于渔猎采
集人群的文化优势逐渐凸显出来，在距今 6000年以后，辽河—长江中下游出
现了大型聚落、较大规模墓葬、高水平的手工业产品，文明起源的步伐明显
加速，东北北部和华南地区逐渐成为文明的边缘地区。到了距今 4000 年以
后，中原地区取得文明发展的中心位置，并在此基础上发展出第一个王朝
文明——夏以后，辽河、黄河下游、淮河、长江中下游也逐渐成为文明中心
的外围地带，而东北北部和华南地区则彻底成了“外围的外围”，以至于其
在中华文化和文明起源的“底层”地位被逐渐遗忘。

上述历史现象表明，在漫长的中华文化和文明起源与发展的历程中，
中华大地上文化发展中心并非单一且固定不变的，而是多元且不断转移
的。在早期王朝历史时期，中原地区以外的黄河下游沿海一带和长江中
下游等地区曾被称为蛮夷之地，但是在距今6000~4000年间中华文明起
源的关键时期，却是文化发展的中心地之一；东北北部和华南地区在王
朝历史时期和距今9000年以来是农业和文明发展的边疆地区，但是在
新旧石器时代过渡阶段（约距今20000~9000年）乃至农业村落建立初
期（约距今 9000~7000年），却创造出对农业发展和中华文明起源至
关重要的物质载体，如陶器、玉器和鸟兽纹饰。如果我们把中华文明
比喻成一颗扎根深厚、根系繁多的大树，那么上述历史现象足以说
明中华文明的根系是遍布中华大地的各个区域的。要系统地、深
入根系地阐述中华文明起源，需要全面认识中华大地各个地区
的历史贡献。将边疆地区纳入中华文明起源研究的空间范围，把
时间焦点上溯至新旧石器时代过渡时期，可以更完整地揭示根
系发达、枝繁叶茂的中华文明发展历程。

（作者单位：中央民族大学考古文博系 本文系国家社
会科学基金中国历史研究院重大历史问题研究专项“中国
考古研究专题”一般委托项目“新石器文化起源的中西理
论比较”21@WTK009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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